
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
———以苏州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

王卫平　黄鸿山

提要:本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———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仁堂和丰
备义仓为例 , 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 , 并进行对比 ,
发现: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“官民合作”模式 , 民办慈善组

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 , 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
捐助。而在这种“官民合作”模式中 , 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 , 民办的慈善
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 , 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;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
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 , 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。在太平天国战争
之后 ,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,地位有所提高 ,但这些

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 , 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
预 ,并没有溢出“官民合作”的范畴。这就说明 , 晚清时期的“社会” 并没有真
正独立于“国家” , 强国家 、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。所以 , 慈善组织并
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“公共领域” 。

关键词:清代　慈善组织　国家与社会　公共领域

晚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,以及与之互为表里的市民社会 、公共领域

等问题 ,自美国学者开其端绪后 ,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,成

为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。在相关的研究中 ,由地方绅士和商人主持的

慈善组织是学者们援引最多的事例之一。美国学者罗威廉和玛丽·兰

金 ,都曾观察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慈善组织中地方绅士和商人权力扩

张的现象 ,并将此视为近代中国“市民社会”或“公共领域”兴起的标志

(黄宗智 ,2003:172-224),但这种观点随即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 。除

美国学者魏斐德等人以外 ,曾对中国慈善事业史有过深入研究的日本

学者夫马进和台湾学者梁其姿都曾提出异议 。夫马进更以清代前期苏

州普济堂和晚清杭州“善举联合体”的范例作了具体说明(夫马进 ,

2005:437-447 、501-518)。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,以苏州四

种主要的慈善组织为例 ,利用一些新发掘的史料 ,将观察的视野放宽到

整个清代 ,对太平天国战争前 、后两个阶段中慈善组织的管理方式和收

入来源进行重点考察和比较 ,希望藉此能对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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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有进一步的认识。

在展开讨论之前 ,我们先对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概念略作说明 。

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: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仁堂

和丰备义仓 ,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规模和影响最大 、资料留存最为充

分 ,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运营均得到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共同支持 ,从

其管理方式和经费来源的变化中最容易看出双方力量的消长趋势。在

使用的概念方面 ,本文中的“国家”主要表现为各级政权对慈善组织的

支持和干预 , “社会”则表现为地方绅士和商人等地方有力者在慈善组

织中发挥的作用 。

一 、清代前期苏州“官民合作”的慈善组织

作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,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救助事业格外兴

盛。在名目众多 、功能各异的慈善组织中 ,以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仁堂和

丰备义仓的资产最为雄厚 ,救助功能最为突出 ,它们在管理和经费来源

方面 ,无一例外地得到地方官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,属于

“官民合作”慈善组织的显例。这种“官民合作”的运营模式通过两种渠

道形成:一种是由地方绅士首创 ,后来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 ,即民办

官助;另一种为官府创办 ,设立后得到绅士和商人等地方有力者的支持

和参与 ,即官办民助 。

(一)民办官助型:育婴堂 、普济堂和广仁堂

1.育婴堂

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是有清一代设立最为普遍的慈善组织。最早出

现于清初顺治年间的太仓 、扬州 、高邮等地 ,至康熙元年北京育婴堂落

成后 ,育婴堂建设开始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重视。在清政府的大力提

倡下 ,育婴堂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设立。

苏州育婴堂成立于康熙十五年 。据创办者之一 、长洲县贡生许定

升说:“吾郡之有育婴堂也 ,自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 ,郡中士大夫 、耆庶

请于有司 ,设圆妙观雷尊殿之西。”创办者都是苏州本地人 ,且大多具备

功名职衔 ,身份当属地方绅士。除许定升外 ,长洲县进士蒋德 、生员

许王俨 、吴县太学生施维宜等亦是中坚人物(夫马进 ,2005:200)。创办

52

社会学研究 　2007.4



所需资产皆为募捐所得 , “其老屋数楹 ,故江夏黄氏产也 ,劝募捐助 ,改

立为堂 ,所费若干金 ,皆同志协力襄之” 。康熙二十二年 ,苏州育婴堂增

建房屋 , “所费又若干金 ,诸同志于协济工食之外 ,不惜捐助以襄其成” 。

康熙二十八年 ,育婴堂再次增建 ,经费依然来自地方绅士的募捐 ,“赖诸

同志慨助如初” ,最终才得以顺利竣工(许定升 , 《苏郡育婴堂记》 ,载于

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由于募捐收入不够稳定 ,约在康熙三十

二年时 ,苏州育婴堂曾出现“育者日以积 ,助者日以稀”的窘境。面对这

种情况 ,时任河南巡抚的苏州人顾 认为 ,苏州育婴堂若想长久维持 ,

只有设法置办田产 ,以稳定的田租收入作为育婴堂的经费保证。为此 ,

顾 要求河南按察使“劝八郡属吏 ,共集千余金邮寄堂中 ,置田为公

产” ,并撰文号召地方绅富“量力捐助 ,积陌累阡 ,共襄盛举”(顾 , 《募

田育婴疏引》 ,载于贝理泰等编:《苏州育婴堂续志》)。

苏州育婴堂刚刚成立便受到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级统治者的关

注。康熙十五年 ,清帝曾颁给苏州育婴堂“广慈保赤”的御书匾额 。时

任江苏巡抚的慕天颜为育婴堂捐建门楼 ,江苏布政使丁思孔按月捐资

以发放乳妇薪资 ,二人分别为育婴堂题写了“保赤”和“大德曰生”的匾

额。苏州知府高 除捐资外 ,还撰写《育婴堂募疏》 ,号召人们捐助育婴

堂。不过 ,这时官府对育婴堂的支持还只是体现为荣誉表彰和官员个

人的捐助 ,并没有大规模动用财政力量资助育婴堂的举动。

与创办者为地方绅士 、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募捐的情况相应 ,在很长

一段时间内 ,苏州育婴堂由地方绅士直接管理 。创建者之一的长洲县

贡生许定升就曾长期主持育婴堂的管理工作 。许定升在康熙二十五年

至二十八年间曾出任山东禹城县知县 ,但退职返乡后仍继续致力于育

婴堂的经营。他在康熙三十一年时曾说:“逮己巳请告归 ,城乡往来 ,仍

栖息其中 ,诸同志雅不鄙弃 ,当物力艰难 ,资粮匮乏 ,经营劝募 ,相与殚

竭心力 ,岁时不少间 ,以为常”(许定升 , 《苏郡育婴堂记》 ,载程肇清编:

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另据顾 在康熙三十二年所言 ,其弟顾凌苍和“诸

生”张循斋 、陈林岫二人都曾“襄理经营”育婴堂事务(顾 , 《募田育婴

疏引》 ,载于贝理泰等编:《苏州育婴堂续志》)。可见在创办后相当长的

一段时间中 ,苏州育婴堂的管理工作基本上由地方绅士全权负责 ,并没

有出现官府直接干预的迹象。

沿至乾隆初年 ,随着地方官府大规模地动用财政力量资助育婴堂

建设 ,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。乾隆二年 ,地方官府奉旨拨给育婴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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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官房价银一万二千两有奇 ,置产” ;乾隆四年 ,江苏巡抚张渠鉴于育

婴堂原有房屋逼仄不堪 ,不能满足收养弃婴的需要 ,遂“酌动存公帑项 ,

庀材鸠工” ,历时八月 ,为育婴堂另择新址建屋 140余间 ,大大扩充了其

规模;乾隆九年 ,江苏巡抚陈大受“奏请拨给江宁县没官新涨芦洲若干

亩” ,随着来自官方的资产源源不断地涌入育婴堂 ,官府开始直接插手

育婴堂的管理工作。乾隆四年育婴堂新址落成后 ,巡抚张渠就曾经“更

令诸寮属 ,与在堂绅士细酌规条 ,申明惩劝 ,定为四十则”(上引出自《同

治苏州府志》卷二十四“公署四”)。使苏州育婴堂开始染上官方色彩 。

而这种官方色彩在后来的发展中更出现了进一步加深的趋势。

道光五年 ,鉴于苏州育婴堂“遗婴日众 ,虽沙租岁入 ,芦课时输 ,而

用广费繁 ,每形支绌”的情况 ,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倡率苏州织造 、江苏

布政使 、按察使及属下府县官员等数十人捐廉 3000余两 ,发往典当生

息 , “但取其余 ,历十年 、历百年毋支其本” ,以利息贴补苏州育婴堂经

费。在记载此事的碑记中 ,对当时育婴堂的管理方式作了如下描述:

“董事月计其成 ,有司岁申其令”。当时育婴堂的“司总”为元和县学庠

生许文 ,虽属地方绅士 ,但他已必须对“有司”负责 ,接受官方的监管 。

至道光十五年苏州育婴堂增建房屋时 ,江苏巡抚林则徐曾亲赴现场“验

收新建房屋” ,由此可对官府的监管力度略窥一斑(参见佚名 , 《募捐经

费碑记》 ,载于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

至道光十六年 ,苏州育婴堂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。江苏

按察使裕谦记道:“省城育婴堂收养遗弃婴孩 ,最为保赤善政……嗣因

司事经管失宜 ,房屋亦多倾圮 ,经陈升司查明 ,捐修整饬 ,另立章程详明

各宪 ,改归专员驻办 ,不复再设董事 ,已奉批准 ,由司饬行 。”所以 ,裕谦

在接任按察使之后 ,便着手推行这种做法 ,为苏州育婴堂增补章程十八

则。其中规定:育婴堂原由董事管理 ,现改为委派专员负责 ,从省城衙

门“候补 、试用佐贰杂职”中选择老成朴干 、任劳任怨的官员 ,由江苏布

政使委派赴堂 ,准其携带家眷 ,赴育婴堂接管 ,育婴堂的一切帐目 、田房

产业 、各项收入等应“按时按数分别设立簿扇 ,照章经理” ,诸如招募乳

妇 、查验婴儿 、放给口粮 、编造册籍等事务由委员悉心筹办 ,遇有“应行

变通之事”时 ,委员应会同身负“监堂”之责的总捕同知 ,“禀司听候酌核

饬办” ,因事务繁琐 ,育婴堂委员可以自主延请“司事”三人 ,负责操办各

项具体事务(裕谦 ,1969:卷四《饬苏州府育婴堂章程檄》)。

这份章程显然得到了贯彻实行 。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,为重建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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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 ,苏州育婴堂曾呈文江苏布政使和育婴堂“监堂” ,呈文的具名者为

“育婴堂委员”祝学滇 ,他是浙江钱塘人 ,职衔是候补县丞 ,可见并非地

方绅士 ,而应是省会苏州等待补缺的候补官员(贝理泰等编 ,《苏州育婴

堂续志》卷六“前编补佚”)。“监堂”名为荆道复 ,曾在道光二十八年以

“布库大使”的职衔代理嘉定知县 ,若按照清代官员“五百里回避”的官

员任职制度推算 ,他也不应是苏州人。所以 ,道光十六年之后的苏州育

婴堂已不再由地方绅士管理 ,而是由地方官府直接委派官员经营 ,这就

意味着苏州育婴堂已转变为官方管理和经营的救助机构。

2.普济堂

清代普济堂最早于出现于康熙四十五年的北京 ,以收养鳏寡孤独

及贫病者为主要职能 ,与官办的养济院相类似 。但和养济院不同的是 ,

清代的普济堂在出现之初由民间举办 ,经费亦由民间自行筹措。沿至

乾隆年间 ,随着官府大规模地调拨资产资助普济堂建设 ,普济堂开始出

现“官营化”的倾向(王卫平 ,2000)。

苏州普济堂同样经历了这种发展过程。康熙四十九年 ,苏州人陈

明智 、顾如龙等仿照北京成例 ,创办苏州普济堂 , “以收养病民 ,供给衣

食药饵 ,略如京师善堂之制”(顾禄 , 1980:卷六:84-85)。开办所需经

费皆由募捐而来 ,地方社会的大力支持 ,捐助普济堂的苏州民众不仅数

量众多 ,而且身份泛杂 ,以致日本学者夫马进将捐助普济堂的举动称为

当时苏州的一种“时髦”(夫马进 ,2005:439)。

由于普济堂可以弥补官方救济制度的不足 ,所以官方对普济堂的

建设予以了大力支持 。康熙五十五年 ,清廷曾颁给苏州普济堂“香岩普

济”的御书匾额。从乾隆年间开始 ,地方官府更开始调拨大量官产入

堂。乾隆二年时 , “奉旨拨给没官房价银 ,置田八顷四十四亩有奇 ,又绅

士助置田二顷六十亩有奇” ;乾隆三十一年 , “巡抚明德增建病房五十一

间” ;至同治年间 ,苏州普济堂的田产数量已达 12900多亩 ,其中大部分

为官府拨给的沙田。另外 ,在乾隆三年 ,苏州人吴三复又创设女普济

堂 ,以“收养病妇” ,原有普济堂则专收男子 ,改称男普济堂 。女普济堂

的建设同样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资助 ,乾隆九年 , “巡抚陈大受奏请拨给

上元县没官新涨芦州二十八顷七十一亩”(参见《同治苏州府志》卷二十

四“公署四”)。关于苏州女普济堂的管理和运营 ,我们知之甚少 ,所以

下文主要考察男普济堂的情况 。

在官方拨产之前 ,苏州男普济堂由地方绅士主管 ,官方色彩并不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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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。清代苏州人顾禄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:“(男普济堂)始为绅士经

理 ,乾隆二十七年 ,巡抚陈宏谋檄文委督粮同知潘恂议立规条 ,归官经

理”(顾禄 ,1980:卷六)。换言之 ,创建初期的男普济堂由地方绅士管

理 ,但沿至乾隆二十七年 ,却转由官方直接掌管了 。夫马进的研究显

示 ,在乾隆二十七年苏州普济堂归官经理以后不久 ,曾一度回归“民

营” ;乾隆五十六年 ,又变为官营;道光十二年 ,再转为民营。在我们看

来 ,这种反复过程正表明 ,当来自官方的资产成为男普济堂的主要经费

来源以后 ,地方官府已将普济堂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,以致可以随时根

据需要改变其管理方式。而且 ,乾隆二十七年之后普济堂所谓的民营 ,

也只是体现为由地方绅士担任“董事”一职上 ,但这时的董事已不再是

自愿担任 ,而是由地方官府强制或半强制地委派了 ,所谓“以郡城殷实

富户轮年递充司事 ,蝉联举报 ,而富户每视为畏途” ,以至于担任普济堂

董事的地方富户不禁发出“畏堂如畏虎”的感慨(夫马进 ,2005:439)。

3.广仁堂

苏州广仁堂的职能为施棺助葬 ,这是传统社会中倍受重视的善举

之一 ,在《周礼》和《礼记·月令》中就有“掩骼埋 ”和“四闾为族 ,使之相

葬”的记载 ,相关的慈善救助组织亦早已出现 ,设立于东魏初年范阳郡

的“义” ,即以掩埋暴露尸骨为主要职能(刘淑芬 ,2001:5-14),北宋时

又出现了用于收埋无名尸骨的“漏泽园” 。这种做法为后世所继承。在

明末清初兴起的慈善组织中 ,就有以掩埋尸骸为职能的掩骼会。

雍正十年 ,苏州人费廷俞等创办埋骼会 ,用于“掩藏道路遗骼”(《同

治苏州府志》卷二十四“公署四”)。埋骼会为广仁会前身 , “先有埋骼之

会 ,置 凤巢山 ,岁以万计 ,此广仁会之始基也” 。那么 ,是什么原因促

使埋骼会转变为广仁会呢? 在笔者看来 ,这和地方官府的举动是分不

开的。雍正十三年 ,苏州知府姚孔炳在苏州六门外分置“义阡” ,建立

“董理掩埋”的锡类堂 , “无坟无力者有归矣” 。既然已有官方机构收埋

遗骸 ,那么功能重复的埋骼会的存在似已无关紧要。曾主持广仁堂事

务的邵泰这样写道:“自火化既禁 ,义阡既备 ,雍正十三年夏 ,会中好善

君子尤悯旧第停棺之举举目皆是 ,而乃有广仁之会”(《同治苏州府志》

卷二十四“公署四”)。可见埋骼会之所以改为广仁会 ,正是出于避免重

复设置的考虑。

埋骼会改名为广仁会后 ,功能随之发生变化 ,和官办的锡类堂有了

明确分工。具体而言 ,锡类堂负责救助“无坟无力者”和收埋“无主之

56

社会学研究 　2007.4



棺” ,并不论死者身份 ,只求入土为安;广仁会则“为衣冠旧族 、有地无力

者而设 ,所以补锡类堂之不及也”(郭一裕 , 《苏州广仁堂碑记》 ,载于程

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,救助对象是无力举葬的贫困士绅家庭 ,需要

为他们操办“相阴阳 、考燥湿 、量灰物 、具畚 ”等“凡县(悬)棺窀穸所

宜”之事(黄鹤鸣 , 《广仁堂碑记》 ,载于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,目

的在于为之提供较为体面的葬礼。二者相较 ,无论是救助对象 ,还是救

助办法 ,都存在明显差别 。

不过 ,埋骼会转变为广仁会后 ,其民办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 。乾隆

十八年 ,江苏布政使郭一裕曾说:“先是有官设锡类堂 ,收埋无主之棺;

又有郡人义举广仁会 ,为衣冠旧族有地无力者而设 ,所以补锡类堂之不

及也”(郭一裕 , 《苏州广仁堂碑记》 ,载于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

锡类堂为“官设” ,广仁会为“郡人义举” ,说明地方官员对广仁会的民办

性质是有明确认识的 。

广仁会成立不久 ,初即皇位的乾隆颁布诏谕 ,严禁民间流行的火葬

之风:“人子事亲送死 ,最为大事 ,岂可不因时定制 ,痛自猛省乎 ? 嗣后

如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 ,不得已携骨归葬者 ,姑听不禁外 ,其余一概

不许火化 ,倘有犯者按律治罪 ,族长及左邻等隐匿不报 ,一并处分 。”同

时 ,他还对汉人社会中流行的停棺不葬陋习提出严厉批评 , “汉人多惑

于堪舆之说 ,购求风水 ,以致累年停柩 ,渐至子孙贫乏 ,数世不得举葬 ,

愚悖之风至此为极! 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 ,俾得按期葬埋 ,以妥幽

灵 ,以尽子职”(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卷一七九 ,第 625册 677页)。

在乾隆帝不准火化和禁止停棺不葬的诏书颁布之后 ,苏州广仁会

的业务忽然变得繁剧起来 ,“由是风行草偃 ,报葬者日以众”(《同治苏州

府志》卷二十四“公署四”)。考虑到事务繁琐却无专门办事房屋 ,不利

于“佥谋经营而襄厥事” ,广仁会的主持者们开始着手购地建堂。“同会

朱楫慨然捐镪买阁前地 ,集会五百金以建堂”(邵泰 , 《广仁堂碑记》 ,载

于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,从乾隆二年五月开始 ,在长洲县清真观

东隅建筑房屋 , “自厅事以及重屋 、廊庑 、庖 ,咸秩秩具举”(黄鹤鸣 ,

《广仁堂碑记》 ,载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,至十二月房屋落成后 ,

广仁会遂改称广仁堂 。

由于广仁堂的设立客观上呼应了清廷的诏令 ,且可补官方设施之

不足 ,所以迅速得到了来自官方的嘉奖和资助 , “巡抚邵基奏拨没官房

价银 ,置长洲县田一顷六十九亩五分有奇 ,元和县田七十五亩九分有

57

论 文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



奇 ,又绅士助置田二顷二十亩有奇” 。邵基任江苏巡抚的时间为乾隆元

年八月至二年八月 ,由此推算 ,在房屋尚未建成之时 ,广仁会已开始接

受来自官方的财政资助。乾隆八年 ,江苏巡抚陈大受又“奏拨上元县没

官新涨芦洲”4300多亩拨入广仁堂 ,使其田产数量大增 。至太平军攻

占苏州之前 ,广仁堂拥有田产数量达 6000多亩 ,其中绝大部分为官府

拨给的芦滩沙田(参见《同治苏州府志》卷二十四“公署四”)。

由于资料有限 ,目前我们很难了解苏州广仁堂的具体管理情况 ,只

能从碑记中略窥一二 。在广仁堂成立 20余年后 ,邵泰曾经在《广仁堂

碑记》中写道:“若夫监堂之任 ,则二十年来泰实随前辈习宫詹 后酌持

其纲纪”(载程肇清编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,可见习 和邵泰二人曾先后担

任过广仁堂“监堂”的职务 。习 是苏州吴县人 ,康熙五十七年进士 ,曾

任侍读学士 、少詹事等职 ,约在雍正十一年左右 ,请假归乡奉养老父 ,居

乡30多年 ,于乾隆三十年辞世(《民国吴县志》卷六十六下“列传四”)。

显然 ,习 是在退职归乡以后 ,以地方绅士的身份出任广仁堂“监堂”

的。邵泰的情况有些特殊 ,他原籍顺天府大兴县 ,幼时全家迁至苏州 ,

康熙六十年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 ,“在馆未久即告归 ,养母二十余载”

(《民国吴县志》卷七十六上“列传流寓一”)。由于籍贯的关系 ,他的个

人传记被收入方志“流寓”条目下。乾隆三年 ,邵泰为苏州知府撰写的

《广仁堂碑记》“书丹”时 ,亦署以“侨吴邵泰”之名(黄鹤鸣 , 《广仁堂碑

记》 ,载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所以严格说来他并非苏州人 ,不

过考虑到他长期生活在苏州以及在雍正年间已经退职的情况 ,他应该

同样是以地方绅士的身份担任广仁堂“监堂”的。邵泰在碑记中列举了

多名广仁堂创建和管理者的姓名 ,他们的生平已难以一一确认 ,不过有

一点可以肯定 ,他们大多是具有低级功名的苏州下层士绅 。乾隆十八

年 ,江苏布政使郭一裕在《苏州广仁堂碑记》中曾这样提及广仁堂的创

建过程:“生监徐泓 、盛谦 、顾进等倡会于始 ,朱楫等建堂于后” ,他还说 ,

这碑记是应广仁堂“司事诸生”的要求而撰写的。所以 ,在乾隆十八年

时 ,苏州广仁堂的直接管理者仍是地方绅士 。至于官方是否对广仁堂

有严格监管 ,我们了解得还很少。但从同治年间李鸿章收复苏州时径

直将广仁堂视为“官堂”的情况看 ,广仁堂的官方色彩已非常浓厚(李鸿

章 , 《重修苏郡育婴官堂碑记》 ,载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

综上所述 ,清代前期的苏州育婴堂 、普济堂和广仁堂经历了大致相

同的发展模式 ,它们皆为地方社会自行筹资举办 ,由地方绅士负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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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,属于纯粹的民办慈善组织;但沿至乾隆年间 ,随着官方大规模调拨

资产入堂的进程 ,它们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 ,染上了浓重的官方色彩 ,

甚至转为由官府直接管理 。这种局面至少一直延续到太平军攻占苏州

之前。光绪八年 ,李鸿章在《重修苏郡育婴官堂碑记》中写道:“忆予督

师攻复苏城时 ,以郡中六官堂恒产遭乱无考 ,属程君设法清厘 ,六堂者 ,

男普济 、女普济 、育婴 、广仁 、锡类 、永仁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 ,至同治年

间 ,地方官员已把本为民办的普济堂 、育婴堂和广仁堂与官办的锡类堂

相提并论 ,同称“官堂”了 。

(二)官办民助型:丰备义仓

育婴堂 、普济堂和广仁堂由民间自发举办 ,建成后才得到官方的支

持和资助 ,然而苏州丰备义仓的创建过程恰恰与之相反:它最先由地方

官府举办 ,后来得到地方社会的捐助 。而且丰备义仓出现的时间也较

晚 ,直至道光年间方才设立。

义仓一名最初出现于隋代 ,为我国传统社会中主要备荒仓储种类

之一 ,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 ,义仓的救助手段和举办方式不断地发生着

变化 ,其设置最为灵活多变。清代的义仓主要指由民间集资建设 、由地

方绅富管理 、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。清政府曾对备荒仓储的设置

有过明确规定:“由省会至州郡俱建常平仓 ,乡村则设社仓 ,市镇则设立

义仓”(《清朝通志》卷八十八“食货略八” ,第 267页 ,收入《四库全书》 ,

1987)。但从实际情况看 ,义仓的设置地点千差万别 ,既见于通都大邑 ,

亦设于市镇乡村 。究其原因 ,正是因为义仓制度最为灵活 ,最易受社会

经济条件的影响 ,所以往往因时因地而异。这在丰备义仓的发展历程

中有着充分的表现。

丰备义仓最早源于安徽 ,系陶澍所创。道光三年至五年 ,时任安徽

巡抚的陶澍在主持救灾的过程中 ,深感已有常平仓和社仓的不足 ,认为

“常平之制善矣 ,然待惠者无穷 ,至社仓春借秋还 ,初意未始不美 ,而历

久弊生 ,官民俱累” 。所以 ,在灾荒过后 ,陶澍开始在安徽试行因地制

宜 、由绅民自理的新义仓 ,“其立意在都邑一乡一镇至于一村一族靡不

周”(《长元吴三县丰备义仓碑记》 ,收入潘遵祁编: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

案》卷首“创始原委”)。因陶澍期望这种义仓可以发挥“以丰岁之有余 ,

备荒年之不足”的作用 ,故称之为丰备义仓。

道光十五年 ,已升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鉴于江南地区屡遭重灾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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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 ,又起推行丰备义仓之念。在和江苏巡抚林则徐会商之后 ,他们决定

先在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驻地即江宁和苏州两处举办。苏州丰备义

仓的创建工作由林则徐亲自主持 。道光十五年 ,林则徐动用上年赈灾

捐款余资 ,在苏州巡抚衙门后身建成“大小廒座十间” ,并从无锡米市购

谷存放 ,苏州丰备义仓宣告成立(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教研

组 、研究室编 ,1962:175)。

苏州丰备义仓设立的消息传出后 ,一些热心公益的地方绅士开始

向义仓捐助资产 。发其端者为元和县绅士韩范 ,他在呈文中称 ,为遵其

父韩 (曾任刑部尚书)临终“遇有地方公举 ,竭力捐助”的遗训 ,将父遗

田产 1100余亩捐入义仓 , “官为收租 ,办粮收储 ,以备歉岁公用” ,并称

此举全系遵父遗命 ,并不敢“仰邀议叙” 。但韩范最终还是得到了官方

的奖励。陶澍和林则徐在奏章中为之请奖 ,道光帝认为韩范此举“实属

急公好义” ,下令将其“交部照例议叙”(《民国吴县志》卷三十一“公署

四”)。官方的奖励进一步刺激了地方绅士的捐助积极性 ,韩范之后捐

田者络绎不绝 ,义仓拥有的田产不断增多。至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

州之前 ,丰备义仓已拥有长洲 、元和两县境内田产 14900多亩 ,田租收

入由此成为丰备义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(见潘遵祁编 , 《长元吴丰备义

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规则”)。这些捐田者都和韩范一样 ,由中央政府比

照捐纳制度予以高低不等的功名职衔。他们捐往义仓的田产的性质随

之发生变化 ,转为官方所有。

与此相应 ,在太平军占领苏州前 ,丰备义仓一直由官府直接管理 ,

所谓“出纳官主之 ,士绅不与”(潘遵祁编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

“重整规则”)。义仓名下田产由官方负责收租存储 ,每届收租之期 ,由

官府“委员”率领吏役人等分赴各地 ,“就敛其租 ,无虑数十处 ,明春会其

数 ,除完课及经费 ,以什余缴藩库”(潘遵祁编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

卷四“收租章程”)。地方士绅只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协助作用 ,如官府

应“逐年将存谷 、存银各数照会绅士 ,以备歉岁照数呈请发赈 ,不准移借

他用”(潘遵祁编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规则”)。灾荒年份

地方绅士可以呈请官府开仓赈济。

综上所述 ,在太平军占领苏州之前 ,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存在一

种“官民合作”的模式 。一方面 ,官方对民间设立慈善组织的举动持支

持态度 ,从乾隆年间开始 ,还开始大规模动用财政力量对民办的慈善组

织予以强有力的支持;另一方面 ,当官方举办救助机构时 ,同样能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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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民间的踊跃捐助 。正是由于得到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共同支持 ,

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仁堂和丰备义仓成为清代苏州资产最为雄厚 、作用

最显著的慈善组织。而在这种“官民合作”的模式中 ,官府无疑是强势

的一方。当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 ,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

色彩 ,官方不仅直接插手其管理和运营 ,而且可以强制地方绅富充任董

事 ,乃至于直接将慈善组织收归官办;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,虽然丰

备义仓的资产主要由民间捐献 ,但国家通过比照捐纳制度给予奖励的

办法 ,使其转变为官产 ,从而将义仓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。

这种现象反映出清代前期慈善组织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:以

国家和社会的互补合作为主流 ,国家起到主导作用 ,社会依附于国家 ,

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地位。那么 ,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 ,这种格局是

否发生变化了呢 ?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关心的问题。

二 、晚清苏州慈善组织的管理模式和财政收入

咸丰十年 ,太平军挥师东征 ,攻占苏州。这场战争给苏州造成了严

重破坏 。清军在逃离苏州时 ,曾烧毁大量房屋 ,使原本繁华的山塘 、南

濠一带尽成焦土;大批民众遇难 , “当日逃出被害及情迫自尽者 ,不知几

何”(《吴清卿太史日记》 ,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《太平天国》第五册);苏

州赖以繁荣的腹地也是残破不堪 , “其中大半人民死亡 ,室庐焚毁 ,田亩

无主 ,荒弃不耕”(王韬 ,1994:卷 7《平贼议》)。慈善组织在战争中同样

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,如原本“宸翰辉煌 ,为吴郡各善堂冠”的苏州育婴

堂在战事过后 ,已是“扫荡无遗址” ;普济堂 、广仁堂和丰备义仓在太平

军占领期间也都停止了运营。

同治二年 ,李鸿章督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苏州以后 ,开始着手举办

“善后”事宜 ,重建地方社会秩序 。作为“善后”工作的重要一环 ,慈善组

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受到了官府和地方社会的高度重视 ,很快被提上议

事日程。在此过程中 ,以冯桂芬为首的苏州地方绅士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同治三年 ,在李鸿章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 ,冯桂芬 、顾文彬 、潘曾

玮 、汪锡圭和程肇清等苏州地方绅士“公拟重整各善堂章程” ,拉开了苏

州慈善组织重建的序幕。重建工作的第一步是清理善堂资产。当年 7

月 ,苏州知府奉李鸿章之命发布告示 ,要求清理苏州原有善堂的田亩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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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,告示中要求:“凡苏郡各善堂业 ,无论内地田亩 、外境沙滩 ,均应清

查 ,仍旧归管 ,尔等堂佃照常承种输租 ,以充经费” 。值得注意的是 ,告

示中将慈善组织的性质分为官 、民两种 ,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清理办法 。

民堂由地方绅士负责清查 ,“苏城三邑境内各民堂 、局原董 、司事人等 ,

将原有田房产业即赴郡绅设局清理堂务处据实开报 ,以便逐一清查” 。

官堂则由“原办司事分投查认堂产”(参见李铭皖:《告示》 ,载同治三年

七月十七日《上海新报》)。而据李鸿章所言 ,男 、女普济堂 、育婴和广仁

堂等正属“官堂”的范畴 ,这或可视为其“官营化”的另一旁证(李鸿章 ,

《重修苏郡育婴官堂碑记》 ,载于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

在接下来的重建过程中 ,苏州慈善组织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归

并。丰备义仓为保证名下田亩的质量 ,将“次田荒田三千七百三十七亩

一分六厘三毫归入男 、女普济堂 ,育婴堂 ,恤孤局四局”(潘遵祁 , 《长元

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规则”)。此外 ,广仁堂不再独立设堂 ,而是

附入育婴堂中办理 ,女普济堂则兼办锡类堂事宜。

(一)育婴堂(含广仁堂)和普济堂

同治六年 ,在苏州绅士顾文彬的主持下 ,育婴堂得到重建。因原有

房屋已毁于战火 ,顾文彬遂将育婴堂移至苏州城内中由吉巷开办 ,同时

将广仁堂的资产和业务都附入育婴堂名下经管。但和道光年间相比 ,

这时的育婴堂管理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,地方官府不再委派官员直接

管理具体事务 ,而是由地方绅士担任的“董事”负责管理。从同治六年直

到清朝灭亡 ,育婴堂各位董事的姓名 、履历皆有明确记载(见表 1)。

从表中可以看出 ,重建之后的育婴堂董事皆为苏州本地人 ,且都具

备一定的功名职衔 ,身份当属地方绅士 。官府发往育婴堂的行文中 ,亦

以“绅董”称之。如果深入考察的话 ,我们还可以发现 ,这些董事大多是

苏州地方较有影响的人物 。

顾文彬是育婴堂重建后的第一任董事 ,苏州府元和县人 ,道光二十

一年中进士后官至武昌盐法道 ,咸丰十年丁忧回乡 ,因苏州已被太平军

攻占 ,只好侨居上海 。咸丰十一年九月 ,顾文彬“奉旨帮办江南团练” ,

遂与冯桂芬等人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外会防局 ,借用外国军队抵御太平

军的进攻 。李鸿章督军收复苏州后 ,曾有大肆杀降之举 ,顾文彬“参议

章程 ,多所赞决” ,此后又“办理善后 ,尽心筹画 ,乡里公事赖其经营者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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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殚述”(《李鸿章片①》 ,载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四日《申报》)。同治九

年 ,顾文彬再度出仕 ,任浙江宁绍台道 ,不久因病告归 ,光绪十五年病逝

于苏州。

　表 1　 晚清苏州育婴堂董事简况

姓名 任期 职衔 籍贯

顾文彬 同治六年至同治九年 进士 、曾任湖北盐法道 元和县

吴嘉椿 同治九年至光绪初 候补员外郎 吴县

程肇清 同治九年至光绪 ? 道衔尽先选用知府 吴县

郑桂生 不详 二品顶戴浙江补用道 吴县

张履谦 不详 三品衔户部郎中 吴县

彭福孙 不详 举人 、甘肃补用知府 吴县

江衡 ? 至民国二年 进士 、浙江补用道 元和县

　　资料来源:贝理泰等编《苏州育婴堂续志》卷首“前清同治初年重建育婴 、广仁堂历任董事

姓名表”及相关地方史志资料。

　　顾文彬再度出仕后 ,吴嘉椿和程肇清二人接任育婴堂董事。约在

光绪五年左右 ,吴嘉椿“董他堂事” ,离开了育婴堂 ,董事一职遂由程肇

清独任。程肇清为苏州吴县人 ,以“业贾起家” ,但好行善举 ,“时概以善

人称之”(《民国吴县志》卷七十上“列传孝义”)。除长期担任育婴堂董

事外 ,他还曾主持或参与办理粥厂 、栖流所 、推仁局等慈善公益事业 。

李鸿章曾对他作出“吴中大吏于泽民之政 ,倚君如左右手”的高度评价

(李鸿章 , 《重修苏郡育婴官堂碑记》 ,载程肇清编:《苏郡育婴堂志》)。

张履谦是苏州吴县人 ,同治七年苏州府学庠生 ,以经商为业 ,经营

保裕典当 ,并曾任苏经丝厂 、苏纶纱厂经理 ,是苏州商会发起人之一 ,曾

连任数届会董 ,并被推举为第四届商会总理 ,是清末苏州著名的绅商之

一(马敏 、朱英 , 1993:49)。

彭福孙亦是苏州商会发起人之一 ,出身于科宦世家 ,光绪五年中举

后任甘肃武威知县 , “历任要邑 ,卓著循声。惟公宦情淡薄 ,急于引退 ,

光绪丁酉旋里”(马敏 、朱英 , 1993:50)。居乡期间 ,彭福孙积极从事家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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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地方公益事业 ,除苏州育婴堂外 ,还曾主持苏州恤孤局和创办新学。

江衡为苏州府元和县人 ,光绪十五年进士 ,浙江补用道 ,归乡后曾

担任清末苏州警务公会 、长元吴教育会成员 ,至民国二年 ,因育婴堂经

费支绌 ,江衡遂请辞董事一职 ,育婴堂暂交吴县知事经管(贝理泰等编 ,

《苏州育婴堂续志》卷一“公牍”)。

在育婴堂的各位董事中 ,我们没有找到郑桂生的生平资料 。但从

已经掌握的情况看 ,重建后的苏州育婴堂董事的身份依然是地方绅士 ,

其中多数还同时具备商人的身份 ,并与苏州商会有着重大渊源 ,属于亦

绅亦商的“绅商” 。

苏州普济堂重建以后 ,仍然实行男 、女分立的模式 ,男普济堂于原

址开办 ,女普济堂则在冯桂芬的主持下 ,移至新址重建 ,并将锡类堂附

入办理。

前已述及 ,从乾隆年间开始 ,苏州男普济堂已出现“官营化”的趋

势 ,除一度收归官府直接经营外 ,也常常采取由官方强制委派地方绅富

轮充“董事”的形式。在同治四年重建后 ,苏州男普济堂一直由地方绅

士担任“董事”。但和清代前期的情况不同 ,这时董事的产生方式发生

了明显变化。在重建之后 ,董事一般先由地方绅士共同推举 ,然后再由

官府委任。在光绪十二年 ,顾文彬等人就曾呈文官府 ,推举长洲县举

人 、曾任国子监助教 、温州同知等职的彭慰高担任普济堂董事 ,苏州知

府随后知照彭慰高到堂接受。该年七月 ,普济堂原任董事 、绅士潘廷槐

和潘祖谦便将堂中的帐籍 、田单 、房契以及收养名单等悉数转交彭慰

高。光绪十三年九月 ,因年事已高 ,彭慰高突然病逝 ,男普济堂事务暂

由其孙彭泰士接管。彭泰士呈文苏州知府 ,要求“照会郡绅举董办理 ,

以重堂务而专责成” 。顾文彬 、蒋德馨 、吴嘉椿 、郑桂生 、吴大根 、程肇清

和潘祖谦等地方绅士会商后认为 ,在籍元和县绅士 、浙江候补知府沈宝

恒为人精明干练 ,且操守兼优 , “请其接办男普济堂事务 ,必于善举有

裨” ,遂推举其接任男普济堂董事 。光绪十四年六月 ,沈宝恒正式接管

男普济堂事务。而沈宝恒的“董事”一职 ,至少担任到光绪十八年 ,可见

并非按年轮充(佚名 ,《苏州府公牍录存》抄本)。宣统元年时 ,男普济堂

的董事为吴县籍举人陶冶元 ,仍是地方绅士(《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各

社团调查表》 ,见章开沅等编 ,1991:1218)。

从上文的分析可见 ,重建之后的苏州育婴堂和男普济堂的管理方

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。清代前期的苏州育婴堂和男普济堂都有直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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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官府管理的经历 ,重建之后则再也没有发生此类情况;而且在重建之

后 ,善堂董事已不再由官方强制委派和按年轮充 ,地位也有了很大提

高。但在笔者看来 ,这并不意味着晚清时期的苏州育婴堂和普济堂已

经可以真正独立于官府之外 ,脱离官府的干预和协助。换言之 ,重建之

后的育婴堂和普济堂 ,并没有摆脱“官民合作”的模式。

这首先体现在经费来源上 。重建之后的苏州育婴堂的职能大为拓

展。鉴于“各乡溺女之风未能禁绝 ,太湖各港为尤甚 ,省堂 远 ,畏途旷

工 ,恶习相沿 ,仍多弃溺”的情况 ,育婴堂董事程肇清在太湖周边的陆家

港 、环良港以及盛泽 、严墓 、浒关 、光福等市镇设立十多处接婴 、护婴局 ,

广泛接受来自城区以外的弃婴 。随着收养人数的增多 ,育婴堂的经费

激增 , “婴孩则日多一日 ,经费则年钜一年” ,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 。为

了解决这一问题 ,约在光绪八年时 ,程肇清呈请苏州知府 ,要求“谕知各

局筹费 ,留数一年 ,止送到省 ,俟敝堂稍纾喘息” ,希望能够得到官方的

财政支持 ,以救燃眉之急(《程肇清致谢家福函》原件 ,苏州博物馆藏)。

而正是由于官方财政的大力支持 ,育婴堂才得以继续运营 。民国二年

时 ,育婴堂董事江衡曾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汇报过该堂的经费收入情况 ,

他指出 ,晚清时期的苏州育婴堂每年来自房屋 、田产的租息收入只能抵

销一半开支 ,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 , “全赖生息银两暨协拨各款以及典

捐 、茶捐”。其中生息银两来自官府和绅士拨助。光绪五年时 ,苏州布

政司在苏州 、上海两地的厘金收入中拨出银 7000两 ,发往典当生息 ,

“专为省城育婴堂帮贴经费 ,不得提作别用 ,亦不得支用存本 ,以全善

举” ;光绪九年 ,两江总督拨助银 5000两 ,淮运司捐助育婴经费银 2000

两 ,光绪十一年 , “绅士吴大 、盛宣怀以省城育婴堂收养遗婴 ,各处分

设接婴局 ,广收省外之婴 ,婴孩日增 ,经费竭蹶” ,又募捐银 4000两 。以

上共计银 18000两 ,来自官府的拨款占多数 。协拨各款则完全来自官

方调拨 ,每年由苏州布政司 、扬由关①、上海道 、苏州牙厘局 、凇沪厘局 、

善后局等处调拨银 2840两(江衡 ,《呈江苏都督程》 ,载贝理泰等编:《苏

州育婴堂续志》卷一“公牍”)。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 ,重建之后

的苏州育婴堂在经济上对官府依然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。

普济堂在经费困难时 ,同样有向地方官府请求协助的举动 。光绪

十六年 ,因发生水灾 ,男 、女普济堂的田租收入锐减 ,兼之“无业鳏寡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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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到堂求养 ,且又薪米昂贵” ,男 、女普济堂的经费发生了严重困难 ,二

堂董事便联名呈文 ,要求地方官府设法筹款补助。此外 ,和育婴堂一

样 ,男 、女普济堂也得到“典捐”的资助。光绪十二年 ,苏州知府在发往

男普济堂的照会中就曾经指出:“苏郡男 、女普济 、育婴 、保息四堂 、局善

举经费内有三首县典捐一项 ,立折存府 ,按季饬收汇解发堂济用 ,历经

循办在案” 。光绪十八年四月的一份文件中也记载:“十四典每季共收

捐钱七百八十千文 ,均拨男 、女普济 、育婴三堂”(佚名 , 《苏州府公牍录

存》)。从上引记载来看 ,这里所谓的“捐” ,并不是指“募捐” ,而应是官

府对商人强制或半强制征收的税收 ,应该属于“捐税”的范畴。慈善组

织得到的这项经费补助 ,同样可以视作来自官方的财政支持 。

除直接调拨经费之外 ,官方为了保证慈善组织的收入 ,还对它们的

田产收租事宜予以大力支持。在每年收租之前 ,男普济堂皆需将应征

田租“循照向章 ,备具联串 ,呈送宪案钤印 ,另行请发” ,由官府发给告

示 、掮牌等物 ,以便顺利征租 。有时官府甚至还会提供更强有力的支

持 ,光绪十二年 ,江苏布政使就曾经发出照会 ,委派官员分赴男 、女普济

堂和育婴堂 ,协助办理收租事务。当对苏州境外的田亩收租时 ,官府的

协助更是必不可少。男普济堂名下约有 1100余亩田产位于松江府娄

县境内 ,由男普济堂每年派遣“司事”前往征收田租。而在派出司事之

前 ,男普济堂照例要呈请江苏布政使及苏州知府 ,要求照会松江知府及

娄县知县 ,“一体示谕 ,拨差协追”(佚名 ,《苏州府公牍录存》)。

既然在经费方面严重依赖官府 ,育婴堂和男 、女普济堂就不可避免

地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 ,管理善堂的“绅董”们对此有着清楚认识 。约

在光绪八年 ,当育婴堂遭遇经费困难时 ,曾有人向董事程肇清建议 ,可

将育婴堂的为难情形刊登于《申报》 ,以便劝募资金 ,但程肇清认为此举

不妥 ,其理由之一便是:“且事涉官绅合办 ,措辞犹须得体 ,且不知者误

以为表白地步”(《程肇清致谢家福函》)。光绪十六年 ,男 、女普济堂董

事在请求官府拨助经费的呈文中更是开宗明义地写道:“呈为官堂经费

支绌 ,求请拨补事”(佚名 ,《苏州府公牍录存》)。可见在这些善堂董事

的心目中 ,育婴堂和男 、女普济堂的性质依然是“官绅合办”或是“官

堂” 。直至宣统元年 ,为举办地方自治事宜而举行的地方社团调查中 ,

在苏州育婴堂和男 、女普济堂的条目下还作了特别注释:“苏州善举 ,以

上列三堂为官堂 ,有苏三堂之称”(《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各社团调查

表》 ,见章开沅等编 ,1991:121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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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丰备义仓

清军收复苏州之后 ,丰备义仓首先进行了资产清查工作 , “一万余

千之田亩具在甲子 、乙丑(同治三 、四年)两年由县清查” ,并开始征收田

租 ,所得收入暂存官府银库(潘遵祁 ,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

规则”)。至同治五年五月 ,地方绅士冯桂芬 、潘遵祁等人呈文官府 ,要

求重建义仓。在得到江苏巡抚的同意后 ,冯桂芬 、潘遵祁等人便正式主

持起义仓的重建工作 ,他们首先动用义仓田亩所得租息 ,在苏州城中平

江路庆林桥东建设房屋 ,并将义仓所属田亩中的 3700多亩次田和荒田

挑出 ,拨助男 、女普济堂 、育婴堂和恤孤局四善堂 ,拟另购田产补足缺

额。同治六年 ,随着仓廒的建成 ,丰备义仓正式恢复了运行 。

前已述及 ,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 ,苏州丰备义仓的管理办法是“出

纳官主之 ,士绅不与” ,地方绅士除了一些监督和协助的权力 ,并不直接

参与义仓的管理工作 。但在重建以后 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。

在要求重建义仓的呈文中 ,冯桂芬 、潘遵祁等人提出 ,义仓的管理

方式应作必要的变通 ,由官方直接管理改为“官绅互为经理” 。具体做

法包括:将义仓经营情况造具清册四份 ,户部 、江苏布政使 、县衙和管理

绅士各执一份;收租时由绅士会同地方官员办理 ,所得收入除支付建仓

买谷等费用外 ,仍归官府保管 。时任江苏巡抚的郭柏荫先后两次批示:

“征收田租 、由官由绅 ,均不免有流弊 ,今据请官绅互办 ,自属可行” , “今

请官绅互为经理 ,虽与从前奏案稍有未符 ,而互相稽查 ,公事公办 ,洵足

以昭慎重”(潘遵祁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规则”),同意采

取这种管理办法 。

潘遵祁随即为义仓制定了十六则规条 ,其大意如下:(1)义仓为官

绅会办 ,地方绅士经理 ,官府监督;(2)义仓需每年造册向官府上报收

租 、经营情况;(3)除主管义仓的绅士外 ,义仓尚需雇用“司事”数人作为

具体办事人员 ,另外还雇有“执役” 、“厨杂”等工役人员;(4)义仓主管绅

士(义仓董事)“由大宪及郡绅会议择人而理” ,即由官府和地方绅士共

同商定;官府每年收租时派出“委员”到义仓协助收租;(5)义仓每年立

冬左右开仓收租 ,对按时交租的佃户予以奖励 ,将抗租不交者交官府严

惩;(6)义仓所收“折色”交官府银库寄存 ,也可以发往当铺取息 ,需用时

“随案请给” ;(7)义仓每年买谷存放 ,妥善保管 ,专备荒年救济灾民;(8)

义仓所属田亩分布在苏州府下属长洲 、元和 、吴县三县 ,救济范围也以

三县为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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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重建以后丰备义仓的实际运行过程来看 ,上述规条基本上都得

到了实行。丰备义仓遂由官府直接管理改为“官绅会办” ,地方绅士开

始担任其“董事”之职 。从同治五年至民国元年 ,担任义仓董事一职的

共有 3任 5人 ,兹列成表 2。

　表 2　 晚清苏州丰备义仓董事简况

姓名 任期 职衔 籍贯

潘遵祁 同治五年至光绪四年 曾任翰林院编修 吴县

吴大根 光绪四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员外郎衔分部主事 吴县

潘祖谦 光绪二十四年至民国元年 潘祖谦 ,内阁中书 吴县

张履谦 张履谦 ,户部山西司郎中

吴景萱 吴景萱 ,广东候补知府

　　资料来源:五人姓名 、任期可见于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 、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续编》 、

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三续编》卷首,其籍贯 、职衔在上书中多处提及。

　　丰备义仓的第一任董事为潘遵祁 ,他出身于苏州望族潘氏。潘家

在清代科举鼎盛 ,据统计 ,有清一代 ,潘家共出 1名状元 , 10名进士 ,31

名举人 ,其中包括乾 、嘉 、道 、咸四朝元老 、官至大学士的潘世恩和光绪

年间的工部尚书潘祖荫。潘遵祁本人亦为进士出身 ,因无意仕途 ,便于

道光二十七年辞官回乡 ,除主持潘氏义庄和编修族谱等宗族事务外 ,还

积极从事地方公益事业。如道光二十九年江南大水灾时 , “君倡捐以拯

灾黎 ,亲至各乡稽夫家 、籍户口” ,并“设粥厂以食饿者” ,举办代农户养

牛的“质牛厂” ;咸丰三年 ,太平军攻克金陵 , “吴中戒严 ,当事者筹防筹

饷 ,无一不谋于君 ,君亦乐为之尽” ;“主讲紫阳书院二十余年 ,造就尤

广 ,选刻课艺至十有七编”(俞樾 , 《西圃潘君家传》 ,见俞樾 ,1969:“集文

六编三”)。以显赫的家世和较高的科举功名为背景 ,加之对地方公益

事业的积极参与 ,潘遵祁成为当时苏州地方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 。

第二任董事吴大根也出自名门 ,其家族自明成化至清光绪年间出

过6位进士 。吴大根兄弟 3人 , “幼秉庭训 ,兄弟互相砥砺 ,文誉鹊起 ,

一时有三凤之名” ,其弟吴大 、吴大衡二人皆为进士出身 ,其中吴大

曾官至湖南巡抚 。与其弟仕途坦荡相比 ,吴大根则是“杜门养志 ,仅于

丁卯一应京兆试 ,即绝意仕进” ,在奉养老母的同时 , “承父未竟之志 ,建

立谊庄 ,捐田赡族 ,又考定宗支 ,纂修谱牒 ,凡承先启后 ,敬宗收族之方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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靡不次第就理” 。此外他也是苏州地方公益事业中的积极分子 ,如“光

绪纪元 ,江北盐城等邑虫蝗为灾 ,流民 集会垣 ,君倡捐留养至明春 ,躬

送回籍 ,无一失所者” , “其他见义勇为 ,随手利济 ,为人拯急扶困 ,排难

解纷 ,若饥寒疾痛之在己 ,历终身如一日” 。后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因

病辞世(汪鸣銮 ,《澹人公墓志铭》 ,收录于吴大根《澹人自怡草》)。

与前两任董事相比 ,第三任董事的身份发生了一定变化。他们不

仅有功名职衔 ,而且从事工商业活动 ,与苏州的近代企业有着紧密联

系 ,都是苏州著名的“绅商” 。第三任董事共有三人 ,以潘祖谦为首 ,他

是丰备义仓第一任董事潘遵祁族侄 、大学士潘世恩之孙 ,同治十二年拔

为优贡生 ,十三年任内阁中书 ,光绪二年请假归养 ,致力于经商办学 ,为

潘万成酱园店东 ,并开有典当铺。光绪二十四年任苏经丝厂 、苏纶纱厂

两厂副董 ,二十九年与王同愈 、尤先甲 、张履谦等人一起发起组织苏州

商会 ,任历届会董 ,民国元年被推举为苏州商团公会会长 ,民国二年任

江苏省典业公会会长(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,1995:783;马敏 、朱

英 ,1993:49)。他在主持丰备义仓以外 ,还曾经先后担任过男 、女普济堂

的董事。另一位董事张履谦曾出任育婴堂董事 ,生平履历前已述及。吴

景萱曾经担任苏经 、苏纶丝纱两厂“商董会”总董 ,于光绪三十一年病故 。

从丰备义仓的规条和实际的运行情况看 ,董事对义仓的运营负有

较大的责任 ,并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。举凡买谷 、收租 、建仓及开仓赈济

等各项事宜 ,均由董事一手操办。值得一提的是 ,至少从帐目上看 ,董

事们没有从仓中领取分文薪资 。鉴于董事在义仓运营中起到的巨大作

用 ,第二任董事吴大根曾经明确指出:“义仓虽官绅会办 ,而偏重在绅” ,

即地方绅士才是义仓的主要管理者。在地方绅士的管理下 ,义仓曾表

现出一定的独立于官府的倾向 。同治九年 ,官府曾经发出照会 ,要求义

仓清查积谷 ,以备拨往他处赈济 ,当时的义仓董事潘遵祁却认为丰备义

仓系“专备长元吴三县备荒之需 ,他处不得移用” ,因此 , “所有他拨一

层 ,绅等为桑梓起见 ,实不敢与闻”(潘遵祁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

七“典守章程”)。

不过 ,丰备义仓的管理和运营仍然离不开官方的监督和协助 。首

先 ,义仓董事人选的确定必须得到官府的同意 。义仓规条中明确规定:

“经管义仓之绅士由大宪及郡绅会议择人而理 ,经管之人欲择人交替亦

会同大宪酌行”(潘遵祁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一“重整规则”)。从

实际情况看 ,义仓董事在接替时都必须请示官府。如光绪四年 ,潘遵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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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精力就衰”时 ,就曾要求“面请抚宪择人接管”(吴大根 ,《长元吴丰备义

仓全案续编》卷一“前编补遗”)。光绪二十四年 ,吴大根要求退任时 ,同

样需要呈文江苏巡抚 ,要求“另简贤能 ,即日交替”(吴大根 , 《长元吴丰

备义仓全案续编》卷末“识馀”)。换言之 ,虽然地方绅士可以推举董事

的人选 ,但若想顺利接任 ,则必须先得到官府的同意。

其次 ,在田产收租和日常运营方面 ,义仓必须受官方的监督和协

助。义仓每年秋季征收田租之际 ,官府都要派出“义仓委员”和“随办委

员”到仓 ,其中义仓委员由苏州布政使“于同 、通候补班中专派”(潘遵

祁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》卷四“收租章程”),随办委员则品级更低 。

他们的职务为临时委任性质 ,任期从当年十月到次年三月 ,在此期间 ,

他们在丰备义仓支取酬薪。多数义仓委员的生平履历已不可考 ,但就

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 ,义仓委员并不是苏州本地人 ,而且多有在江苏

地区任实官的记录。如任同治五年 、九年义仓委员的沈玮宝是浙江秀

水人 ,同治四年七月时曾代理苏州知府(《民国吴县志》卷七“职官表

六”);同治十年 、光绪七年的义仓委员朱声先为浙江归安人 ,同治元年

八月至四年正月期间曾经先后任江苏武进 、阳湖两县知县;光绪元年 、

三年的义仓委员鹿伯元为河南鹿邑人 ,同治六年至同治九年 、光绪四年

至光绪五年期间两任武进知县(《光绪武进阳湖县合志》卷十八“官

师”)。由此看来 ,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地方绅士 ,而是由官府委派的官

员 ,属于“国家”的代表。有意思的是 ,有的义仓委员也曾经有过被派往

其他慈善组织的经历 ,如在同治 、光绪年间先后四次被委任为义仓“随

办委员”的“候补按经历”查湄 ,光绪十二年时就曾经被派往女普济堂协

助征租。这或者可以说明 ,在官府的眼中 ,丰备义仓与普济堂之类慈善

组织的性质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义仓委员和随办委员在义仓的任务主要有两项。一是协助丰备义

仓收租。他们到仓以后 ,首先以官员的身份与长洲 、元和和吴县三知县

会衔发布告示 ,要求佃农按时交租;如有抗租不交者 ,由义仓委员负责

惩治究办 。光绪七年 ,因有佃户交租时观望不前 ,义仓委员便向地方官

府发出移文 , “请烦谕饬汛快协同来差 ,赴乡严追 ,如有抗佃 ,著该汛快

交差解案究办”(吴大根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续编》卷三“收租事

宜”)。二是监督义仓的日常运营情况 。每当收租告一段落时 ,义仓委

员必须及时将收租情况呈文上报。委员离仓前 ,还需联名义仓董事 ,将

义仓一年的各项情况缮写“四柱清册”六套 , “呈送督 、抚 、藩 、府四署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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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 ,仓董 、本仓各存一套 ,以存案备查也”(吴大根 , 《长元吴丰备义仓

全案续编》卷六“报销”)。光绪二十六年 ,江苏布政司还曾要求丰备义

仓将按年上报改为按月上报 ,经过义仓董事的争取 ,方改为每季上报一

次(潘祖谦 ,《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三续编》卷十二“造册报销”)。

再次 ,丰备义仓的资金保管和调拨受到官府的协助和控制 。在重

建之后 ,由于仓廒容积有限 ,丰备义仓采取兼蓄钱谷的方法 ,即同时储

备银钱和粮食 ,以备救济灾民。除小额银钱存放于仓中以应付日常开

支外 ,大额的现金主要有两种存放方式 ,一是由官府以较高的利率发往

苏州各典当存储 ,以保证义仓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息收入 ,二是存放于官

府银库 ,需用时“随案请给” 。以此为背景 ,官府可以不顾义仓董事的反

对 ,将丰备义仓的存款调拨他用。如光绪二十年 ,清政府举行“息借商

款” ,筹措中日甲午战争的军费时 ,曾经从义仓存款中借出银 16000两 、

银洋 10万元;光绪二十八年 ,苏州修建李鸿章祠堂时 ,从义仓存款项下

借拨银洋 5000元;光绪三十二年 ,江苏巡抚又从义仓存款项下拨出银

洋10万元充当开办铁路公司的股本。尽管这种做法与义仓规条中“虽

有别项公事 ,永远不准暂挪”的条文明显抵触 ,义仓董事潘祖谦也表示

强烈反对 ,但面对地方官府的强势作为 ,潘祖谦反对无效 ,只能无可奈

何地表示同意:“已奉抚宪批准动拨 ,敢不遵办”(潘祖谦 , 《长元吴丰备

义仓全案三续编》卷九“拨借各项”)?

在对晚清时期苏州慈善组织的管理和收入来源等情况有基本了解

之后 ,我们可以看出 ,太平天国战争之后 ,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

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,在冯桂芬 、顾文彬 、潘遵祁等苏州地方

绅士的主持下 ,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丰备义仓等慈善组织次第兴复 。以此

为背景 ,这些慈善组织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,地方绅士在慈善组

织的管理中发挥了较前更大的作用 。如原本由官方直接管理的育婴堂

和丰备义仓 ,这时都转变为“官绅合办” ;同时慈善组织中绅董的地位有

了很大提高 ,不再像清代前期的苏州普济堂那样 ,由官方强制委派地方

富户按年轮充 ,而是在地方绅士公举的基础上产生 。而且 ,随着晚清时

期“绅商”阶层的崛起 ,慈善组织董事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 ,由旧式的绅

士转变为新式的“绅商” ,其中更不乏苏州商会的领袖人物。直至清朝

灭亡前夕 ,这些慈善组织都没有被重新收回“官营”的迹象。宣统元年

七月 ,江苏巡抚瑞 在向清廷奏报江苏推行地方自治情形时就曾经说

道:“苏省各属公产 ,本皆绅董经存 ,而出于慈善事业为多 ,如义学 、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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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 、恤嫠 、育婴 、义仓 、积谷及施衣粥 、医药等类 ,向来职任寄之于绅 ,所

有出纳一切 ,亦绅任之”(《苏抚瑞 筹办地方自治折》 ,见章开沅等编 ,

1991:1227)。

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,这些慈善组织仍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

重的官方色彩。一方面 ,无论是田产收租 ,还是资金的存放 ,这些慈善

组织都能得到官方的全力支持 ,获得丰厚的收益。而在面临资金困难

时 ,官方也会想方设法地给予各种补贴 ,动用财政力量加以支持 。另一

方面 ,这些慈善组织的管理和运营依然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。从普

济堂和丰备义仓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,地方绅士若想担任慈善组织的董

事 ,除在地方社会具备相当的人望外 ,还必须得到官府的认可。这些慈

善组织的日常运营情况 ,也必须定期向官府汇报 ,接受官府的监督和检

查。慈善组织的资产也仍然在官府的掌握之中 ,江苏巡抚可以不顾反

对而调拨丰备义仓的资金便是明证 。

根据上述情况 ,我们可以对晚清时期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关

系略作总结:与清代前期的情况相比 ,在晚清时期的慈善组织中 ,以地

方绅士和绅商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确实更为活跃 ,但是 ,这种活跃并不意

味着“社会”可以真正独立于“国家” ,它仍然建立在与国家合作的基础

之上 。而且 ,国家依然有能力不顾地方绅士的意愿 ,对慈善组织加以干

预和控制 。所以 ,强国家 、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。

三 、余　论

在以往的研究中 ,学界已经注意到晚清时期地方绅士“绅权大张”

的现象 ,有学者据此认为 ,这种现象表明:“在清王朝精心设置的基层社

会控制组织中 ,士绅阶层由原本的控制对象演变成为控制主体”(王先

明 ,1996),但如果从苏州慈善组织的例子来看 ,这种说法未免对地方士

绅的能力和作用估计过高。如上所述 ,晚清的苏州育婴堂 、普济堂 、广

仁堂和丰备义仓等名义上由地方绅士管理的慈善组织 ,仍然在官府的

严密控制之下。实际上 ,地方绅士之所以能够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

的作用 ,正是官方主动转让的结果 。如在同治年间历任江苏布政使 、巡

抚的丁日昌就曾经要求将慈善组织交由地方绅士管理 ,他在批文中指

出:“弟里居时 ,每见孤贫 、育婴 、恤嫠诸善举由绅董经理者 ,虽不能滴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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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源 ,尚有七八成可归实济 ,由书差经管者 ,则帐房分十之二三 ,杂务分

十之二三 ,书差又复侵渔十之三四 ,贫民所沾实惠不过一二而已 。”鉴于

绅士管理的效率远远高于官府直接管理的情况 ,丁日昌明确指示 ,苏州

地区的慈善组织应该交由地方绅士管理 ,“鄙意以为 ,三县恤孤 、育婴诸

事必须访择公正绅士三数人 ,轮流经管 ,每月领支费用 ,榜示通衢 ,岁终

刻为征信录 ,似更可杜浮冒之弊 ,从前租业 ,逐细清出 ,一概不令书差与

闻其事”(丁日昌 , 《抚吴公牍》卷十八《苏藩司详长元吴三县经征六年分

恤孤余剩应否免提请示由》)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绅士和慈善组织已

经可以脱离官府的控制。同治八年时 ,署理江苏布政使应宝时说道:

“地方善举向系民捐绅办 ,似乎有司无庸过问 ,惟既名为知府 、知州 、知

县 ,则一府之事 、一州之事 、一县之事要不可以不知 ?”所以 ,他要求所属

府 、州 、县官按季点验各善堂“留养男妇婴孩及在外月给口粮之人” ,并

会同绅董 ,按季核算善堂收支帐目 ,“开折呈送藩道各衙门备案” 。若善

堂经费存在滥支和浪费 , “由该府 、州 、县与经理之绅董分赔” ;善堂绅董

经理有方 ,由官府予以奖励;如果营私舞弊 ,则“公同议撤”(应宝时 , 《清

理善堂田产》 ,见《江苏省例》之同治八年“藩例”)。所以 ,慈善事业中地

方绅士势力的扩张 ,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官府改变统治策略的结果;

同时 ,慈善组织和地方绅士仍然受到官方的监管和控制 ,控制对象的身

份并没有改变。

可能是因为慈善组织往往被称为“公产” ,与源自西方的“公共领

域”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缘故 ,有些学者往往将善堂 、义仓等慈善组织

归入“既非个人又非官方”的“公共领域”的范畴加以讨论。就本文的事

例来看 ,这类慈善组织虽然不归个人所有 ,但却被称为“官堂” ,官方背

景极为浓重 ,甚至有直接收归官方管理的记录 。即便在晚清时期 ,当绅

士 、绅商在慈善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支配权以后 ,这些慈善组织

依然没有脱离官府的协助 、监督和控制 ,它们的性质依然是“官绅合办”

或“官堂” ,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府之外 。在笔者看来 ,慈善组织虽然被

称为“公产” ,但在清代 , “公产”与“官产”的区别实际上非常细微 ,二者

之间常常可以自然而然地相互转化 。例如 ,从乾隆年间开始 ,苏州地方

官府开始动用财政力量对育婴堂 、普济堂和广仁堂加以支持 ,调拨大量

田产入堂 ,使“官产”变为“公产” ;而官府将育婴堂和普济堂收归官府直

接管理经营的行为 ,又使得这些“公产”变为“官产” 。所以 ,如果要在晚

清中国寻找所谓独立于国家之外的“公共领域”或“市民社会”的话 ,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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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组织并不是恰当的例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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